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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說與集賢院

盧意寧

一、前言

關於玄宗時集賢院的建立經過、性質和規制，學界已有多篇論文發表，其中

以池田溫、劉健明兩位學者的討論最為詳盡。1前者對於集賢院的性質有獨到的

見解，認為集賢院既不像弘文、崇文、廣文等館閣兼有教授貴族子弟的職責，也

不似翰林院直接參與政治機密，而是一純粹的文化學術機構，專門以「斯文藝能

為己任」。後者則是藉由分析張說、張九齡政治影響力的消長，討論集賢院職能

的轉變及興衰起落的過程。在這兩篇文章中，張說皆被視為主導集賢院發展的關

鍵人物，至於到底張說的那些思想或作為影響了集賢院成立的宗旨和之後的走

向，池文只是約略提及，並未詳細說明，劉氏著墨較多，對於集賢院的職能和張

說政治理念間的關聯性作了相當清楚的論述，但也非專門立論。本文的主要目

的，就是想針對上述問題作一補充說明。下文將先略述集賢院成立的過程，之後

再專就張說在執掌集賢院任內的幾項重要作為做討論。

二、集賢院成立的經過

集賢院正式成立的時間是開元十三年，它的前身為於開元十年成立的麗正書

院，而麗正書院的成立又與開元初年以來開展的修書運動有很大的關係，是以為

瞭解整個來龍去脈，有必要先從初年的修書運動談起。

玄宗自登位後，有感於內庫書籍「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

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2，於是在開元三年時要求侍讀馬

懷素、褚無量整比古今圖籍，兩人正式開始工作是在開元五年，地點是在東都的

乾元殿，但工作進行的並不順利，可能是因馬懷素「不善著述」3所致，開元六

年馬懷素去世，他未完成的使命之後由褚無量接續。開元六年時，玄宗從洛陽回

到長安，書籍也隨之移回西京的麗正殿，開元八年，褚無量去世，以「麗正寫書

未畢為恨」。玄宗又任命元行沖領導麗正院校書，終於在開元十年完成了一部二

百多卷的大型圖書目錄，名為《群書四錄》。然而玄宗對這樣的結果可能是不滿

意的，因為苦心完成《群書四錄》的最大功臣元行沖並未在獻書後得到任何實質

的賞賜，只是口頭嘉勉而已，甚至在不久後就被免去麗正書院的職務。4

開元十年九月，玄宗任命張說接替元行沖的職責，繼續領導修書活動。開元

1 鄭偉章，〈唐集賢院考〉，《文史》1983 年 19 輯(北京)，頁 65-85；趙永東，〈唐代集賢殿書院考論〉，《南
開學報》1986 年 4 期，頁 12-20；李湜，〈盛唐時期的集賢學士〉，《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5 年 3 期，頁
31-34；劉健明，〈論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黃約瑟、劉健明合編《隋唐史論集》(香港：香港大學亞州研
究中心，1993)，頁 54-64；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收入《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9)，頁 190-242。
2 劉昫等 ‧編，《舊唐書 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46，頁 1962。
3 ‧歐陽修等編，《新唐書 儒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9，頁 5684。
4 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濟南：齊魯書社出版，2005)，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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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張說知院事。張說在入主麗正、集賢院後不再

只是被動地執行玄宗交付的修書任務，而是主動地將其政治主張、思想理念貫注

於院務之中。

三、張說與集賢院

1.「引進文儒，詳觀古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

在玄宗還未登位前，身為太子侍讀的張說就曾建議他：

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

固寧緝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為

世子也，崇禮不卷；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

前代，垂名不朽……臣愚伏願崇太學、簡名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

經殘缺，學校凌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

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燦然可觀。況殿下至性

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古典，商略前載，

討論得失，降溫顏，聞讜議，則政圖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5

在這篇〈上東宮請講學啟〉中，張說主要是希望東宮能復興學校、重振儒學，並

且廣引文儒與之研讀古代典籍、討論前代施政之利弊得失。據《舊唐書‧儒學傳》

序言云：

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華競日彰，

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其國子

祭酒，多授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

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

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嶽，將取弘文國子生充

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唯苟希僥

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6

由上述可見在高宗、武后主政之時，儒學衰頹、學校荒廢的情況相當嚴重。在高

宗朝成長、於武后朝任官的張說，很可能就是有感於前朝之弊，將之化為文章，

提醒東宮勿重蹈覆轍。張說的諫言，玄宗顯然接納了，史稱他：

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

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

他不只是在東宮時聽取張說的建議於太學大開講論，且在即位後，設置集賢院，

進一步實踐了張說「重道尊儒」、「博採文士」的主張。是以我們或可說玄宗建

立集賢院是深受張說影響的結果，而他之所以會將集賢院交付張說負責，也應不

只是因為張說與他關係良好且為當朝文壇領袖，而可能是玄宗知道這是張說一直

以來的政治理想，他也支持，於是給予張說實踐的機會。

5 張說，〈上東宮請講學啟〉，《張燕公集》(臺北市：新文豐，1985)，卷 13，頁 136。
6 ‧《舊唐書 儒學傳》，卷 189，頁 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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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說在知掌集賢院後，果如其在〈上東宮請講學啟〉所言，熱中於引薦文儒

進入集賢院充學士、侍講、校理等職。當然，這與他「喜延納後進」7的個性應

也有所關聯。而張說「引進文儒」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他們能與玄宗一起「詳觀

古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換言之，張說是欲將集賢院塑造成一個「薈萃國

家賢才，輔佐君王施政及與君主講學論道之所」。8據《唐六典》記載：

集賢院學士，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辯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

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著述之

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考其學術，而申表之。9

由上引史料可知，徵引賢才入院以備君王顧問諮詢是集賢院重要的職能之一，而

這與張說向來的政治理念相符合，可見張說對於集賢院的主導力。

2.「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

劉健明先生認為張說為了加強集賢院在朝中的地位，又由於生性尊禮文士之

故，遂致力於提高學士的地位，一方面是為達到前述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為了讓

他們能更盡心輔助君王、與之講學論道。10但本文認為，張說不僅是提高了學士

的地位，同時也對學士的定位和地位作了一番新定義。為了能更明白張說的主張

與前人之不同，下文將先略述前代學士制度的概況。

學士作為職官名始於南朝，為宋明帝於泰始六年(470)所置。其後齊、梁、陳

各朝也都有設置學士官。隨著南風北漸，北方也於北齊時出現學士官的設置，北

周不久後跟進，隋代亦然。11顯然，學士制度本是南方文化的產物，是以北方開

館設置學士官的舉動，可視為南方文化強勢入侵的結果。唐代雖以西魏北周以來

組成的關隴集團為政治核心，但在文化上依舊抵擋不了「江左餘風」的影響，自

唐初開始，便開館徵引學士。初唐最有名的學士群體，即是唐太宗在還未即位尚

是秦王時，於武德四年(621)開文學館時所引進的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學士，由

於這批學士輔助太宗取得大位的智囊團，其中又有多人在太宗朝中位居要職，與

太宗間的關係也相當親近，故被後世傳為美談。太宗即位後，又另開弘文館招納

學士，館內學士有不少人是之前十八學士的成員。到了高宗、武后時期，由於「高

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12，無意大興文教，弘文館基本上沒落了。但在武后時

期，仍有二批學士群體值得提出來討論，分別是北門學士和珠英學士。北門學士

大概設立於上元年間，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高宗欲遜位武后，卻遭到朝臣的強烈

反對。武后於是找了元萬頃、范履冰等中級文學侍從官作為她奪權的幫手。13珠

英學士則是因編修《三教珠英》而得名。《三教珠英》是武后令其寵臣張易之、

張昌宗負責編修的一部大型類書，目的是為彌補兩人在宮廷內因舉止放浪形骸而

7 ‧《舊唐書 張說傳》，卷 97，頁 3056。
8 〈論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頁 58。
9 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9，頁 280-281。
10 〈論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頁 56-57。
11 相關討論請參見：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頁 21-40。
12 ‧《新唐書 儒學傳序》，卷 198，5639。
13 關於北門學士的詳情，請參見：劉健明，〈論北門學士〉，《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市 : 三秦,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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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的惡評。至於在中宗、睿宗時，則有脩文館(前弘文館，景龍二年更名)學士，

有學者統計共有三十人，規模相當龐大。14

至於南北朝學士的職掌，大概以編修書籍(尤其是大型類書)、參與禮儀制定

為主。而他們也常在修書之餘，在宮廷中舉行文會，相互切磋文學技巧，而文會

的主辦人常是皇帝或貴戚，是故他們的身份不僅是學士，也是宮廷文人、文學侍

從。也正因其常圍繞在君王、權貴的身旁，故易於捲入政治鬥爭或宮廷內鬥之中，

命運也隨之浮沉。這樣的情況至唐初亦然。文學館設立的目的是為「引禮度而成

典則，暢文詞而詠風雅」，弘文館學士的職務則多是負責制禮設樂、撰述修史等

事。15基本上，兩館學士的職能與南北朝大同小異。武后、中宗、睿宗朝的北門

學士、珠英學士、脩文館學士，也都有從事書籍的編纂活動。其中，珠英、脩文

館學士陪同君王、貴戚宴遊的次數特別頻繁，留下大量相互唱和的詩文。而北門、

脩文學士則因涉入險惡的政治鬥爭之中，最後大多不得善終。總結上文可知，從

南北朝到唐初，學士是君王、權貴徵引來輔助文治的重要幫手，他們的另一面貌

則是以文學技巧來取悅後者的宮廷文人，依附性強、獨立性少。對於這樣的情況，

曾預於珠英、脩文學士之列的張說似乎有所反省。下文試申述之。

開元十三年(725)，玄宗在改組麗正書院為集賢院後，命張說繼續執掌院事。

張說當時本官為中書令，也就是說，他是以宰相之尊兼知院事，故玄宗欲命他為

大學士，以示榮寵和尊重，張說卻婉拒了玄宗的提議，理由是：

初以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

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為稱？上從之。16

所謂「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一事，指的是在景龍二

年(708)時，中宗擴充修文館，設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其後

又有陸續的增補。中宗徵引學士入館的舉措，其實是因襲前朝故事，但與前朝不

同的是他在原本的學士稱號前加上一大字，以明等第高下。張說在景龍三年時，

也被選為修文館學士，但他顯然不贊成中宗置大學士的作法。張說之所以會堅辭

大學士的頭銜，應不是表面上故作謙虛姿態，而是對於「學士」一職的定位和地

位自有一番新見解所致。《大唐新語》卷7〈識量〉第14記：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

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

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

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

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17

在與集賢院學士聚會的場合中，張說向諸學士闡說他對於學士之禮的理解：不應

以官位分高下，彼此間應是以道德義理相切磋。由此也可見張說拒絕受大學士稱

號的舉動，是有其一貫的思想信念在支持著。張說主張不以學士間不應以官品區

14 冉旭，〈唐景龍至開元前期的學士詩人〉，《中州學刊》2003 年 6 期，頁 120。
15 《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頁 94
16 《唐會要》，卷 64。
17 劉肅，《大唐新語》卷 7(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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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地位，似乎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具有特殊的意義。前此，學士之所以被視為美

職，主要是因其職務便於和皇帝、貴戚親近，從而易於取得晉身的好機會。但張

說卻認為朝廷授與的官品對學士而言是身外之物，學士應看重的是學識品德。張

說的想法在下段引文中有更清楚的陳述：

時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並謝迄，謁宰臣。源侍

中(乾曜)曰：「賀公文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光輝。雖然，學

士與侍郎，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履

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

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以處之無愧，二

美之中，此為愈也」18

中唐韋溫曾說「國朝以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19，唐人對於郎官一

職的渴求和重視可見一般，張說卻說「非往賢所慕」，顯然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為的是突顯學士地位的崇高和獨立。張說認為學士和侍郎最大的不同在於：侍郎

即使清貴，也不過是食朝廷奉祿的一名官員罷了，而學士卻是先王之道的承載

者，兼有高妙的文彩和廣博的學識，且足以為「縉紳軌儀」。這樣的想法和「學

士之禮，應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之論調相互呼應，都帶有不欲以身份、

地位作為衡量知識份子高下的標準，而純以學識和文才來判別其良莠的意味。

總結上文，張說對於學士之職的期許和認知，反應出二個重要的意義：其一，

前代學士是一群活躍於宮廷文會之中，圍繞在君主、權貴身邊的宮廷文人，他們

以文學技巧作為晉身之階，以位居高官、成為寵臣為榮。張說卻強調學士懷抱先

王之道，彼此間應以道義相高，而不該只具備文學技能，不應以官位高低相區隔；

且他似乎也不贊同學士以文才取媚於君王、貴戚，反之，他認為學士因肩負先王

之道而地位崇高，足以作為「縉紳」之表率，隱然有以道自任，而不以名位為念

的意涵。其二，中古選才的標準重身分、地位，而張說卻欲將標準轉換為才學，

這顯示出張說認為學士要以內在的學養名世，而非靠外在的官品，學士的獨立性

因而提高。此外，在這些想法的背後可能也有打破中古賢能觀、建立新標準的意

圖。

3.「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

張說除了欲將集賢院塑造成一個學士與君王講學論道的機構，並致力於提高

學士的地位外，輔佐君王成就禮樂之治則是他的另一目標。關於這點，我們可從

他和陸堅的爭論看出端倪：

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為豐膳，

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豈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

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臺池，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

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

18 《大唐新語》卷 11，頁 165。
19 ‧《舊唐書 韋溫傳》，卷 167，頁 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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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達也！」20

張說面對陸堅的質疑，他以「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為理由反駁，並強

調禮樂是永代不易之道，嘲諷陸堅的言論是因為他不明白禮樂的重要性所致。這

段史料反應出張說的兩種想法：一是重視禮樂的態度，二是欲將麗正書院定位為

輔佐君王制禮作樂之機構的用心。前文曾略述南北朝至唐初學士的職掌，制定禮

樂是其中一項，照這樣看來，張說的想法並不特別，但事實上不然。前代的學士

參與制禮作樂的工作，只是被動地接受這樣的任務，而張說卻是積極主動、異常

熱中，似乎視制定禮樂為其使命。事實上，張說在掌理麗正書院、集賢院後所進

行的禮樂活動的確相當頻繁，茲引於下，以為佐證。

《舊唐書‧張說傳》：

(開元十年)是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

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

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三

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為中書令。
21

張說在開元十年九月知掌麗正院後，十二月便建議玄宗祀脽上后土祠，玄宗答應

了他的請求，於隔年正月祠后土於汾陰之脽上。接著又在開元十一年冬天，向玄

宗議叁冕事：

開元十一年冬，玄宗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又奏稱：「准令，皇帝祭

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親享南郊用之。

明慶年修禮，改用叁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則天已來用之。若遵古制，

則應用大裘，若便於時，則叁冕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樸略，冕

又無旒，既不可通用於寒暑，乃廢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依禮令用冕及通天冠，
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叁冕，自餘諸服，雖在於令文，不復施用。22

開元十一月，玄宗親享圓丘，張說為禮儀使。

玄宗即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時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

少卿韋縚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23

開元十二冬，張說開始積極鼓勵玄宗行封禪之禮，玄宗在經過一番推讓後，下制

表示許可：

玄宗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之士，皆以理化昇

平，時穀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玄宗謙沖不許。

中書令張說又累日固請，乃下制曰：「……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

實，有事太山。」24

為行封禪，玄宗命張說領學士、禮官草定《封禪儀注》。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禪

20 《大唐新語》，卷 1，頁 11。
21 ‧《舊唐書 張說傳》，卷 97，頁 3053。
22 ‧《舊唐書 輿服志》，卷 45，頁 1939。
23 ‧《舊唐書 禮儀一》，卷 21，頁 833。
24 《舊唐書‧禮儀三》，卷 23，頁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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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注修成，四月，玄宗宴請中書門下及修書有功的學士、禮官，在席間下詔改麗

正書院為集賢院，命張說知院事。在進入集賢院時代後，張說仍舊奔忙於議定禮

樂等事宜。八月，他與徐堅等人於集賢院研議封禪儀，同月，和玄宗合作改定樂

章，準備在封禪大典上行用。十一月，籌備已久的封禪典禮終於正式登場並順利

落幕。封禪結束後不久，張說又於開元十四年正月，奏請玄宗制定新禮，禮成後

即為知名的《大唐開元禮》：

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

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

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

刪改、引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

銳卒，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

凡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25

封禪儀和制定新禮都是由張說率領集賢學士議定，可見得張說不只是要讓麗正書

院成為天子禮樂之司，集賢院亦然。在開元十四年時，張說和崔隱甫、宇文融、

李林甫等人的爭鬥漸趨激烈，不久後張說被革去宰相之職，隔年二月，玄宗又令

其致仕，是故從開元十四年後，張說的制禮作樂的活動便停頓下來。

有學者認為張說勤於制作禮樂的目的是為幫玄宗粉飾盛時，討其歡心，而事

實上張說對於禮樂的重視並非是從玄宗朝時才開始的，在他初步入仕途就已有這

樣的傾向：

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竊以緯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英風顯號，流頌聲而可襲。未有反義悖德，

而致昇平之政，棄禮違經，克以永終之祿。

養老用上庠之禮，教冑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雍之名，向陽表明唐之位。

蓋所以享群瑞，朝諸侯，班正朔，調景諱，成簡易之基，崇久大之業也。26

上文摘錄自張說的詞標文苑科對策，他在二十四歲時，就是靠著這篇策文受到武

后的欣賞，定為天下第一，拜太子校書，步入仕途。而他終於能從流放地欽州返

回京城時，還寫下「誰能定禮樂，為國著功成」27這樣的詩句，充滿舍我其誰的

豪氣。28可見禮樂早就在張說的思想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張說之所以會如此

重視禮樂，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為提振儒學，二是為革除流行於唐代的晉人學風。

上文曾言振興儒學是張說的政治理想，但儒學具有多個面向，該從何處著力？張

說顯然不認為是漢代章句之學或是宋儒最重視的仁義道德，而是禮樂。另外，張

說曾在〈與鄭駙馬書〉云：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闑，胎育仁

25 《通典》，卷 41。
26 〈詞標文苑科策〉，《張燕公集》，卷 11，頁 125-126。
27 詩名是「赦歸在道中作」，全詩為「陳焦心息盡，死意不期生。何幸光華旦，流人歸上京。愁將網共解，
眼與代俱明。復是三階正，還逢四海平。誰能定禮樂，為國著功成。」《張燕公集》，卷 4，頁 40
28 張說在長安三年(703)，因不肯配合張易之兄弟構陷魏元忠而被武后流放欽州，中宗於神龍元年(705)登位
後將他召回，前引詩即是他在歸途中所作。



唐宋社會變遷網站資料

8

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虛浮，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29

隱然有欲以禮樂對抗晉人虛浮之學的抱負，且由此更可知張說重視禮樂並非是為

討好君主，而是在目睹唐初儒學衰落、晉學虛浮的情況後，欲透過禮樂來改革這

樣的學術風氣。

四、餘論

自入唐以來，有鑑於南朝之敗亡，故唐人屢對「江左餘風」有所檢討。所謂

「江左餘風」，表現在學術上，是指老、莊、易等三玄之學，表現在文學上，則

是指流行於南朝宮廷中的無關政教、講求技巧、深具遊戲性的文風，學者統稱之

為宮廷文學，而創作宮廷文學的就是一批圍繞在皇帝和達官貴人身邊的宮廷文

人。張說在知掌集賢院期間努力提高學士的地位，並且招引一批文儒之士進入院

中，他希望而這批文儒之士不再像以往是一批圍繞在皇帝身邊的文學弄臣，而是

與君王講學論道之人，且彼此間是以道義相高，不再是重臣權貴的附庸。張說的

努力，使得學士有擺脫宮廷文人身份的可能。另外，他還積極從事與禮樂相關的

各類活動，希望藉此振興儒術、革除晉人虛浮之學。照這樣看來，張說任職集賢

院期間的幾項作為，可能也是延續自唐初以來唐人對於「江左餘風」的批判。此

外，或許我們也可從中捕捉到初盛唐間士風及學術文化風氣的轉換的消息。

29 《張燕公集》，卷 13，頁 141。


